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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以及愤怒反刍和网络

去抑制在这一影响中的作用，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愤怒反刍量表、网络欺凌行为问

卷和网络去抑制量表，对 ６１０ 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其一，在控制性别和年

龄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 其二，愤怒反刍在负性生

活事件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其三，网络去抑制在愤怒反刍与网络

欺凌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青少年的网络去抑制水平越高，愤怒反刍对网络欺

凌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 这一研究结果对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新

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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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害，如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

凌行为是指个体使用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在互联网上故意对他人反复实施攻击的

行为 ［１］ 。 网络欺凌行为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 研究表明，３４．８％的

青少年曾实施过网络欺凌行为 ［２］ ，且高达 ５８．７％的青少年曾遭受过网络欺凌行为 ［３］ 。
青少年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网络欺凌行为会对其身心造成较大的伤害 ［４］ 。 网络

欺凌的施害者通常表现出高焦虑、高抑郁症状 ［５］ ，甚至有吸烟、酗酒等不良行为 ［６］ 。 值

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多考察来自个体、家庭等单一消极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

为的影响 ［７－８］ ，较少考察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包含来自学

校、家庭、同伴等多方面的消极事件，是青少年生活中消极因素的总和 ［９］ 。 目前，只有

少数学者关注和探讨负性生活事件是否会对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产生 显 著 影

响 ［１０］ 。 对于负性生活事件影响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内在机制更是鲜有研究者关

注。 先前的研究发现，负面环境因素可能会通过认知倾向影响网络欺凌行为 ［１０］ 。 愤

怒反刍和网络去抑制是青少年产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１１］ ，然而两者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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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事件影响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却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检

验。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综合考察环境因素（负性生活事

件） 、认知因素（愤怒反刍） 、个体因素（网络去抑制）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以

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预防和有效控制网络欺凌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一）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欺凌行为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使个体感到不安、厌恶、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事件 ［１２］ 。 青少年的

负性生活事件主要包含人际关系不良、学习压力过大、受到惩罚、生病等 ［９］ 。 同时，负

性生活事件也是引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１３］ 。 挫折－攻击假设指

出，个体感知到挫折后，会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并通过攻击行为来防御 ［１４］ 。 负性

生活事件会使青少年产生挫败感，进而表现出攻击行为。 与该理论观点相符，多项实

证研究显 示，个 体 面 临 较 多 负 面 信 息 时 会 产 生 挫 败 感、形 成 低 自 尊、具 有 高 攻 击

性 ［１５－１７］ 。 网络欺凌行为作为攻击行为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也会受到负性生活事件

的影响 ［１０］ 。 据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在遭受负性生活事件后，会表现出更多的网络

欺凌行为。 截至目前，较少有研究直接检验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欺凌之间的关

系，但部分研究间接支持了二者的关系。 例如，不良的学校氛围、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

会使个体产生愤怒、抑郁等负面情绪体验，进而导致青少年在网 上 更 易 于 欺 凌 他

人 ［１８－２１］ 。 国内学者耿靖宇（Ｇｅｎｇ Ｊｉｎｇｙｕ）和雷雳（Ｌｅｉ Ｌｉ）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会

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１０］ ，但两者关系的内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

清晰，值得进一步探究。 据此，本研究尝试性地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青少年网络欺

凌行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以期回答负性生活事件“通过什么因

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显著地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
（二）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外在环境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可能需

要通过内在认知机制或情绪变量（如愤怒反刍）的作用来实现。 愤怒反刍是指个体沉

浸在愤怒情绪中，无意识地回忆愤怒事件原因和结果的倾向。 它是一种经历愤怒后漫

无目的地胡思乱想，是一种与愤怒情绪体验密切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认知过程 ［２２］ 。
一般攻击理论认为：个体因素与外在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使其内部状态（认知、情绪等）
发生改变，影响个体的判断和评估，最终导致其是否产生攻击行为 ［２３］ 。 根据这一理

论，负性生活事件作为情境因素，可能会通过内部状态（例如启动攻击性思维等） ，引起

个体的攻击倾向 ［２４］ 。 基于一般攻击理论，本研究认为，愤怒反刍可能会在负性生活事

件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愤怒反刍作为一种会引起攻击行为的

认知过程 ［２５］ ，极有可能是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个体内部状态的重要体现。 在现实生活

中，遇到不良刺激的青少年会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并改变原先的认知方式，进而诱发

愤怒反刍 ［１６］ 。 高愤怒反刍的青少年通常会对愤怒事件反复思考，自我控制能力下降，
敌意水平升高 ［２６－２７］ 。 高愤怒反刍的青少年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也更易于产生网络欺

凌行为。 也就是说，愤怒反刍作为一种不良认知，很有可能在不良外部情境刺激与青

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先前实证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观点，愤怒反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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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归因偏见与大学生攻击行为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２５］ 。
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愤怒反刍。 压力反应模型认为，

愤怒反刍是为适应压力而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 ［２８］ 。 具体而言，青少年面临的负性生

活事件越来越多时，他们更易于产生焦虑和愤怒。 为了降低焦虑水平，个体会反复思

考产生愤怒的原因，从而诱发愤怒反刍 ［２９］ 。 负性生活经历越多的青少年，越能体会到

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的较大差距；为缩小差距，他们会反复思考产生差距的原因，进而

导致 愤 怒 反 刍 ［３０］ 。 实 证 研 究 面 对 较 多 负 面 信 息 时， 青 少 年 更 容 易 产 生 愤 怒 反

刍 ［３１－３２］ 。 这支持了上述观点发现另一方面，愤怒反刍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更多的网络

欺凌行为。 首先，愤怒反刍会占据大量的认知资源，使个体无法执行其他任务，降低控

制能力，进而展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 ［２６－２７］ 。 其次，愤怒反刍会激化愤怒情绪，使个体

产生攻击行为 ［３３］ 。 此外，网络的匿名环境使个体更有可能通过网络欺凌的形式进行

攻击 ［３４］ 。 基于我国青少年的研究也显示，愤怒反刍程度高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产生网

络欺凌行为 ［３５］ 。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负性生活事件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更多的

愤怒反刍，进而令其更可能在网络上欺凌他人。
（三）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

网络去抑制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不受约束和抑制的行为 ［３６］ 。 网络去抑制效应

认为，网络环境具有跨时空性、匿名性的特点，会降低青少年的同情心和自我控制能

力 ［３７－３８］ 。 网络环境会导致更多的粗鲁言语、严厉的批评和愤怒 ［３９］ 。 因此，本研究认

为，网络去抑制可能会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和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网络环境下，网络去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较少关注自身行为带来的消

极后果，也更易于通过网络表达平时被压抑的想法。 因此，高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在

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并产生愤怒反刍后，更容易在网络上欺凌他人 ［４０］ 。 相反，网络去抑

制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更加关注自己的行为后果，现实社会规范和道德标

准对他们的约束力更高。 因此，低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并产生愤

怒反刍后，在网络中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也更低 ［３２， ４１］ 。 综上，高水平网络去抑制可能会

增强负性生活事件和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实证研究也部分支持

了这一观点，网络去抑制可以显著地调节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

响 ［２０］ 。 王兴超（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ｃｈａｏ） 等人发现，相较于低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高网络去

抑制的青少年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更容易做出网络欺凌行为 ［２０］ 。 同时，网络去抑制

可以显著调节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正向影响 ［４２］ 。 相比于低网络去

抑制的青少年，高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在经历同伴侵害后更有可能在网上欺凌他

人 ［１８］ 。 据此，本研究推测，网络去抑制可能会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和愤怒反刍对青少年

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阐释和文献回顾，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并通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Ｈ１：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
Ｈ２：愤怒反刍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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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网络去抑制能够显著地调节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Ｈ４：网络去抑制能够显著地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图 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对山西省一所中学的 ７００ 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

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 ６１０ 份（ ８７％） 。 研究对象来自三个年级：七年级 ３１７ 人，八年级

１７５ 人，九年级 １１６ 人，２ 人没有报告年级。 其中，男生为 ２４８ 人，女生为 ３５９ 人，３ 人

没有报告性别；２７０ 人来自城市，３３５ 人来自农村，５ 人没有报告家庭所在地。 年龄在

１２—１６ 岁之间（Ｍ ＝ １３．７４，ＳＤ ＝ ０．８４） 。
（二）研究工具

１．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等人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测量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 ［９］ 。 该量表共

有 ２７ 个题目，包括 ６ 个维度：人际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适应及其他。 采用李

克特 ５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遭受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２；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良好：c２ ／ ｄｆ ＝ ４． ４６，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
ＧＦＩ ＝ ０．９０，ＮＦＩ ＝ ０．８３，ＣＦＩ ＝ ０．８７。

２．愤怒反刍量表

采用 Ｓｕｋｈｏｄｏｌｓｋｙ 等人编制的愤怒反刍量表测量青少年的愤怒反刍 ［６］ 。 该量表共

１９ 个条目，包括 ４ 个维度：事后愤怒、愤怒记忆、报复思想和理解原因。 采用 １（从不）
到 ４（总是）的 ４ 级计分方式。 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愤怒反刍越强。 该量表在中国

青少年被试中适应性较好 ［３５］ 。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５；其验证性

因素分析拟合良好：c２ ／ ｄｆ ＝ ３．７１，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ＧＦＩ ＝ ０．９１，ＣＦＩ ＝ ０．８５，ＩＦＩ ＝ ０．８６。
３．网络欺凌行为问卷

采用 Ｗｒｉｇｈｔ 等人编制的网络欺凌行为问卷测量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 ［４３］ 。 问卷

共 ９ 个条目，采用从 １（从不）到 ５（总是）５ 点计分方式。 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网络欺

凌行为越多。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８０；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良

好：c２ ／ ｄｆ ＝ ４．５２，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ＮＦＩ ＝ ０．９２，ＣＦＩ ＝ ０．９３，ＴＬＩ ＝ ０．９１。
４．网络去抑制量表

采用 Ｕｄｒｉｓ 编制的网络去抑制量表测量青少年的网络去抑制水平 ［４０］ 。 该量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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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个项目，采用从 １（完全不同意）到 ５（完全同意） ５ 点计分。 分数越高代表青少年的

网络去抑制水平越高。 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２０］ 。 在本研究

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５；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良好：c２ ／ ｄｆ ＝ ３．８０，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ＧＦＩ ＝ ０．９５，ＣＦＩ ＝ ０．９３，ＴＬＩ ＝ ０．９２。

（三）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及 Ｈａｙｅｓ 开发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程序和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值为 １４ ９３６．６８，ｄｆ ＝ ２ １４５，因子未旋转前生成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素共 １６
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 １７．４３％，小于 ４０％的临界值。 这表明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４４］ 。
（二）负性生活事件、愤怒反刍、网络去抑制和网络欺凌行为的相关分析

表 １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愤

怒反刍、网络去抑制、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愤怒反刍与网络去抑制、网

络欺凌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网络去抑制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正

相关。
表 １　 各变量的平均数、均值、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 １
年龄 １３．７４ ０．８４ －０．０１ １

负性生活事件 １．１０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１
愤怒反刍 １．７１ ０．４８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４３∗∗ １

网络去抑制 ２．２０ ０．６４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３６∗∗ １
网络欺凌行为 １．３６ ０．５４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２６∗∗ １

　 注：∗ｐ＜ 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 ０．００１，下同。

　 　 （三）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 ＡＭＯＳ２１．０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以负性生活事

件为预测变量，网络欺凌行为为因变量，检验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愤怒反刍在负性

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２。 根据吴艳和温忠麟

的项目打包策略中的内部一致性法 ［４５］ ，按维度将负性生活事件和愤怒反刍分别打包

为 ６ 个和 ４ 个指标，根据因子负荷平衡法将网络欺凌行为打包为 ３ 个指标。 结果表

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c２ ／ ｄｆ ＝ ５．３９１，ｐ＜０．００１；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８５，ＧＦＩ ＝ ０．９２，ＣＦＩ ＝ ０．９２，
ＩＦＩ ＝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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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愤怒反刍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愤怒反刍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０． ４７，ｐ＜ ０． ０１。 愤怒反

刍对网络欺凌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０． ３１，ｐ＜ ０． ０１。 在加入愤怒反刍后，负性生活

事件依然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β ＝ ０．３３，ｐ＜０．０１。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显示，愤怒反刍

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ａ×ｂ ＝ ０． １４，９５％ＣＩ 为［ ０． ０５，
０．２６］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３０％。 结果表明，愤怒反刍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

年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检验

采用 ＳＰＳＳ 宏程序 ＰＲＯＣＥＳＳ 的模型 １５ 检验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将网络去抑制放入模型后，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负性生活事件显著预测愤怒反

刍，β ＝ ０．４３，ＳＥ ＝ ０．０４，ｐ＜０．００１；愤怒反刍显著预测网络欺凌行为，β ＝ ０．２３，ＳＥ ＝ ０．０４，
ｐ＜０．００１。 同时，网络去抑制与愤怒反刍的交互项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

著，β ＝ ０．１０，ＳＥ ＝ ０．０３，ｐ＜０．０１，说明网络去抑制能够在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

起调节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去抑制的交互项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

著，β ＝ ０．０６，ＳＥ ＝ ０．０４，ｐ＞０．０５，说明网络去抑制不能显著地调节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

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见表 ２） 。
表 ２　 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检验

预测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网络欺凌行为 愤怒反刍 网络欺凌行为

β ｔ β ｔ β ｔ
性别 －０．２１∗∗ －２．８５ －０．０８ －１．０７ －０．１５∗ －２．１４
年龄 ０．０６ １．６１ ０．０５ １．４５ ０．０４ １．２２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４１∗∗∗ １１．１７ ０．４３∗∗∗ １１．５６ ０．２８∗∗∗ ７．０９
网络去抑制 ０．０９∗∗∗ ２．３５
愤怒反刍 ０．２３∗∗∗ ５．６０

愤怒反刍×网络去抑制 ０．１０∗∗ ３．１６
负性生活事件×网络去抑制 ０．０６ １．６３

Ｒ２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７
Ｆ ４６．６４∗∗∗ ４７．９３∗∗∗ ３１．４５∗∗∗

　 　 为了进一步分析愤怒反刍与网络去抑制的交互效应，我们将网络去抑制按 Ｍ±
１ＳＤ 分为高、低两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如图 ３ 所示，对于高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
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 ＝ ０．３３，ｐ＜０．００１） ；对于低网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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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的青少年，愤怒反刍依然显著地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预测作用明显减弱（ β ＝
０．１４，ｐ ＜０．０５） 。 不过，传统的简单斜率检验方法存在以下不足：网络去抑制的高低水

平是人为划分的，会导致一些重要信息的丢失。 因此，我们使用 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ｅｙｍａｎ 法进

行简单斜率检验。 结果显示，当网络去抑制水平大于 １．４７ 时，９５％的上限与下限区间

均在 ０ 之上，说明此时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影响；当网络去抑制水

平小于 １．４７ 时，９５％的置信区间包含 ０，此时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不存在

显著影响（见图 ４） 。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网络去抑制对负性生活事件通过愤怒反刍对青少年网络欺凌

行为间接效应值的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对于网络去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负性生

活事件通过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４，Ｂｏｏｔ ＳＥ ＝ ０． ０５，９５％ ＣＩ 为

［０．０５， ０． ２３］ ；对于网络去抑制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来说，该 效 应 变 小，仅 为 ０． ０６，
Ｂｏｏｔ ＳＥ ＝ ０．０３，９５％ ＣＩ 为［０．０１， ０．１２］ 。

图 ３　 网络去抑制在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图 ４　 网络去抑制在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图

注：（１）图中斜线表示在网络去抑制不同水平下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预测效应值的大小，上下曲线分别代表预

测效应值的 ９５％置信区间的上下界。 （２）垂直虚线的值为 １．４７。 当网络去抑制得分高于 １．４７ 时，愤怒反刍显著正

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当网络去抑制得分低于 １．４７ 时，这一预测作用变得不显著。

四、讨 　 论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支持假设 １。 挫

折－攻击假设认为，攻击行为源于挫折。 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会产生挫折感，进

而引发攻击行为。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挫折－攻击假设，表明青少年生活中的负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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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他们在网络环境中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但负性生活事件是如何影响了网络欺凌

行为的内部机制还不清晰。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愤怒反刍与网络去抑制在负性生活

事件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作用。 一方面，研究阐述了负性生活事件“怎样起作用” ，即

通过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行为；另一方面，研究分析了“什么时候中介作

用更大” ，即这一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受到网络去抑制的调节。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

低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高网络去抑制的青少年产生愤怒反刍后更有可能引发网络欺

凌行为。 研究结果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科学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价值。
（一）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机制中，愤怒反刍起着显著

的部分中介作用。 首先，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这支

持了本研究的假设 １ 和挫折－攻击假设 ［１４］ 。 挫折－攻击假设强调挫折对攻击行为的影

响。 负性生活事件本质上反映了青少年成长环境的不稳定性。 成长环境中的大量消

极因素会使青少年认为自己的需求受到威胁，进而可能形成攻击行为来防御或保护自

己。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成长环境中的各

种缺失可能会推动青少年在虚拟环境中寻求满足 ［４６］ 。 此外，网络环境缺乏老师和家

长的监督，青少年由受挫引起的攻击倾向更容易变成网络上的欺凌行为 ［３４］ 。
其次，愤怒反刍是青少年产生网络欺凌行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机制，这支持了

本研究的假设 ２。 以往研究表明，愤怒反刍作为一种显著预测攻击行为的认知状态，会

受到个体因素（如敌意归因等）的影响 ［２５］ 。 因此，本研究尝试探讨愤怒反刍在负性生

活事件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作用。 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负性生活事件，不

仅直接导致网络欺凌行为，还会通过诱发愤怒反刍间接导致网络欺凌行为。 依据压力

反应模型，青少年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会通过反复思考来缓解消极事件带来的压

力 ［２９－３０］ 。 在此过程中，反刍又会保持甚至增强消极事件引发的愤怒情绪，产生愤怒反

刍 ［２８， ３１］ 。 高水平愤怒反刍会使得个体认知资源不足，自我控制下降，并可能在人际交

往中存在更多敌意性偏见，进而导致敌意水平升高，最终引发攻击行为 ［２６－２７］ 。 同时，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使得青少年更有可能以网络欺凌行为和网络替代攻击的形式进行

报复和发泄 ［３４－３５］ 。 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一般攻击模型，表明负性生活事件需要通过

愤怒反刍等个体的内部状态来影响网络欺凌行为。 此外，本研究提出的愤怒反刍的中

介作用可以为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出建议，即可以通过降低青少年愤

怒反刍的水平，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
（二）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网络去抑制不能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这与本研

究的假设 ４ 不相符。 由此看来，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作用比较稳定，
即使青少年在网络上有较强的约束力，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影响仍然不会被减弱。 因

此，在青少年时期，个体成长环境极为重要，一旦经历了较多负面事件，即使青少年的

网络去抑制水平较低，也难以避免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影响。 另外，本研究发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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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抑制在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３，也

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 ［１８， ４０］ 。 根据网络去抑制效应，匿名的网络环境因缺乏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而弱化了社会线索 ［３７］ 。 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极易产生缺乏控制和违反规

范的行为 ［３８ － ３９］ 。 当网络去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出现愤怒反刍后，网络环境中匿名

性所带来的“安全感”更可能使他们在网络上不顾后果地发泄情绪，做出线下生活中不

会做的事，从而引发网络欺凌行为 ［４７］ 。 相反，网络去抑制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更在乎社

会评价，即便产生愤怒反刍，仍会受到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约束，在采取行动前会进

行认知重评，抑制攻击行为的倾向，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 ［４８］ 。 因此，随着青少年

网络去抑制水平的升高，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也会增强。 这一研

究结果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在网络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增强行为规范，减少

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
（三）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推测各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 未来可以考虑加入纵向设计，进一步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其次，各变量

的测量完全基于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被试可能没有按照自身的真实想法作答。 再

次，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与其网络使用密切相关，本研究并未对此变量进行控制。 最

后，本研究仅对一所中学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学校理念、地方文

化等的影响，外部效度有待进一步检验。

五、结 　 论

（１）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容易出现网络欺凌行为。
（２）愤怒反刍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３）网络去抑制在愤怒反刍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在网络去

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愤怒反刍水平越高，越容易出现网络欺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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